北京市朝阳区教研中心高二语文拓展阅读资料
第十七课时：《登泰山记》

姚鼐《登泰山记》研究（吴怀东）
曾国藩在《欧阳生文集序》中，明确强调桐城派是以“古文”立派：

乾隆之末，桐城姚姬传先生鼐，善为古文辞。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，而受法于刘君大櫆，及其世父编修君范。三子既通儒硕望，姚先生治其术益精。历城周永年书昌，为之语曰：“天下之文章，其在桐城乎！”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，号“桐城派”。
众所周知，方苞的《左忠毅公逸事》《狱中杂记》、刘大櫆的《游晋祠记》《游大慧寺记》《游万柳堂记》和姚鼐的《登泰山记》《游灵岩记》堪称桐城派散文的典范。在“桐城三祖”之文中，姚鼐的《登泰山记》尤为知名，是清亡之后百余年来，通过众多选本传播、学者研究而获得共识的现存清代诗文中为数不多的散文经典之一。
一、胸中波澜、眼底丘壑与笔下平淡
“雅洁”的追求
要准确认识此文创作思想上的特点，首先必须明确《登泰山记》的事实背景和创作经过。《登泰山记》的创作与一个重大决定和特定事件有关：姚鼐辞去京城官职之后，南归前夕。
少具壮志的姚鼐科举之途并不十分顺畅，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），六应礼部试方中进士，来之不易，这给“今者常参官中乃无一人”的家族带来了巨大希望，然而，此后姚鼐却浮沉部曹，久不得升擢。自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），姚鼐先是被推荐为记名御史，后又荣入四库馆。正当升迁有望之际，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秋天，姚鼐毅然作别官场，借衰病或养亲之名辞去刑部郎中及所任纂修官[7]，然后于岁末应朱孝纯之邀去山东游览，次年初回京即整理行装，举家南归。辞官是一个十分慎重、严肃的重大决定，对辞官的原因，姚鼐在《复张君书》中有过说明：“顾遭家不幸，始反一年，仲弟先殒，今又丧妇。老母七十，诸稚在抱。”他说母衰子幼乃其辞官归里的原因，实际原因当然十分复杂，结合这一时期姚鼐与他人的赠序及相关资料可知，其辞官确另有隐情。姚鼐与四库馆臣论学不合，“与戴震等汉学家的严重分歧及其在论争中的身陷孤立，是其告退的关键因素”。在汉学如日中天的时候，已进入四库馆、身预学术主流的姚鼐，却主动放弃追求多年却刚刚开始的体面岗位，做出辞官决定，可想而知肯定异常艰难。

姚鼐到泰安，已属挂冠而去，最艰难的决定已做出，不过，心头的风云激荡肯定尚未结束，而且，对于未来之何去何从，似乎姚鼐还无法选择：姚鼐辞官之后并没有立即南返，在京城从秋天一直待到岁末年初的寒冬，估计他心头有着犹豫甚至彷徨。相比而言，姚鼐来到泰安盘桓数日，畅游泰山及周边，与朱孝纯深入交流之后，回京即很快果断一走了之。姚鼐此行，可能是受朱孝纯之邀而来，与朱孝纯的交流坚定了姚鼐退隐的志向，并可能仔细规划了未来之去向。由此可见，此行对姚鼐的特殊重要性。
姚鼐泰安此行绝非一般的轻松旅游，寄托了姚鼐经历人生最大一次转折和波澜时复杂而深邃的人生感悟。这是其一生中最重要决定刚刚做出的时刻——辞官刚刚完成，心情的激荡绝非片刻就能沉静，而且未来何去何从，也正是他辞官之后却没有立即南返之犹豫所在。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，再加上岁末年初辞旧迎新之际，且大雪封山，路途艰险，登上千古名山，以常理度之，姚鼐肯定不是心如止水，反而心头可能是“风云激荡”。然而，《登泰山记》生动地刻画了泰山雪后奇景，写到壮观的泰山日出，也写到雪中登山艰难之状，却无一语直接表达内心的惊诧或震撼，异常淡定、洒脱，如光风霁月，鸢飞鱼跃。
我们当然不能说《登泰山记》没有感情，只是姚鼐确实没有直接表达，换言之，《登泰山记》里之所以没有提及辞官情况，没有明显的情绪流露，那只能是刻意压抑的结果。
何以至此？从文字表达本身看，这可能源自姚鼐作文与作诗立场的差异。姚鼐如此压抑情绪，从文章写作的角度看，首先与桐城文章美学风格的追求——“雅洁”有关。 “义法”是桐城派对于文章风格的最高要求，由“义法”方苞提出了具体的“雅洁”文风的要求，“雅洁”就是内容上的纯正与表达上的简洁。《登泰山记》文字简练干净、结构清晰通畅，内容上除了客观描写泰山风景之外不做情绪上的渲染，端正、纯净，完美地表现了姚鼐散文创作的美学追求。
当然，讲究“义法”、追求“雅洁”，文字不一定写得如此冷峻、含蓄、枯淡，无论是方苞还是桐城派的前驱——明代“唐宋派”的散文也可以是深情绵邈甚至激昂慷慨，如归有光的《项脊轩志》、方苞的《左忠毅公逸事》等，显然，姚鼐如此文风当另有原因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仍然可以感受作者的思想感情。
二、在山水的抚慰中
寻求个体自由的传统
姚鼐在心情激荡之际于岁末雪中冒险登山，并非无动于衷，换言之，虽然姚鼐没有直接表达感情，但是，顶风冒雪而游，且在文中细细呈现自己的登览行程和泰山风景，正是他喜爱山水自然之壮美的真情流露。
姚鼐在《登泰山记》中以冷峻之笔，客观再现了泰山沟谷纵横之壮阔、山势之巍峨雄伟、石多树少之自然地貌以及雪后之冰清玉洁、人文古迹之荟萃，尤其描画了居高临下所见风景之壮美——“及既上，苍山负雪，明烛天南；望晚日照城郭，汶水、徂徕如画，而半山居雾若带然”，以及登上日观峰所见一轮红日喷薄而出之浩瀚：“戊申晦，五鼓，与子颖坐日观亭，待日出。大风扬积雪击面。亭东自足下皆云漫。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，山也。极天云一线异色，须臾成五彩。日上，正赤如丹，下有红光，动摇承之。或曰，此东海也。回视日观以西峰，或得日，或否，绛皓驳色，而皆若偻。”所以，王先谦《续古文辞类纂》就赞美该文对泰山之美的刻画：“典要凝括”，“读此益服其状物之妙”，“具此神力，方许作大文。世多有登岳，辄作游记自诧者，读此当为搁笔”。姚鼐确实没有直接赞美风景，也没有表现自己的感受，更没有抒发人生感慨，但是，字里行间其实寄托了他的感情，如《晴雪楼记》所云，“浮览山川景物，以消其沉忧”，姚鼐刻意冷峻地展示泰山之雄伟壮观，他是借山水自然之美以销蚀心头之深沉隐痛。姚鼐对山水之美的再现与沉湎，正和他辞官归里的思想相对应。
刘大櫆赞美朱孝纯有“隐君子之高风”，具有“幽怀远韵”——朱孝纯虽在官场却并不留恋官场而有在野之心，并且，在刘大櫆看来，姚鼐辞官归田与朱孝纯相近。在朱孝纯与姚鼐之间，自然不必分伯仲，不过，刘大櫆的评论揭示了姚鼐辞官的性质——归隐，姚鼐也具有“隐君子”之风。
由此也可以想见，姚鼐与朱孝纯讨论为官与归隐这个中心话题时，姚鼐的思考与选择肯定伴随着强烈的情感反应。姚鼐做出这个重大决定，源于他对个体身心自由的坚守，而这种个体自由精神在他对泰山自然之美的描写和欣赏中流露无遗，这也正是中古时期开始兴起、流行的山水诗文创作中所贯穿的文人精神传统。他这种对待山水的态度，也正是将山水与世俗社会对立的文化传统。姚鼐的这种思想感情与古代的隐士立场一脉相承——将官场与自然对照，突出了自然的宁静优美，突出了官场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，突出了个体在自然中的身心自由。谢灵运的山水诗开创了对山水之美的表现，而柳宗元的“永州八记”借景色的清幽奇异以寄托自己的清高孤怀与悲情，移情入境，情景相生。因此，尽管姚鼐刻意隐藏自己的感情，其追求个体精神自由、热爱山水自然的心态与思想其实深藏于字里行间。《登泰山记》确实歌颂了大自然的雄奇壮美，这正是他追求身心自由的含蓄表达。
然而，山水之情只是《登泰山记》作为“辞章”的思想内容之一，显然不是姚鼐所谓“义理”的内容，作为一篇完整的“文章”，“义理”才是其内容的构成部分甚至核心内容。 

三、“天与人一”
道德自足感及其与审美境界的相通
登览泰山之壮美，理当心情激荡，当时大雪满山而姚鼐却异常云淡风轻，多少“行路难”都化作了波澜不惊。尽管从一般意义上看，这表现了姚鼐处世性格的坚强、洒脱，但是，与一般人的泰山游览反应和泰山诗文写作如此差异，还提示我们应该注意姚鼐此种反应态度与其根本信仰的内在关联。
姚鼐所登览的泰山并非一座普通的山岳，它凝聚了中国古代一系列重要的王朝仪式、崇高的精神信仰和神圣的情感，是儒、释、道共尊的圣山。在先秦时代，周天子和鲁公才有权致祭泰山；秦始皇统一中原后，不远千里至泰山举行祭天祭地的封禅大典，可见泰山之祀关系王朝兴衰、天下治乱。东汉马弟伯的《封禅仪记》，记载了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三十二年泰山封禅的全过程，应劭的《汉官仪》将此作为汉代大典的一种仪式首先加以著录。历史上的名人登览泰山，也并非一般地欣赏风景，如孔子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，表现了孔子志在天下的伟大抱负；司马迁想到了泰山之重（《报任安书》），所以才隐忍苟活，完成了伟大史学著作《史记》；杜甫远望泰山，想到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（《望岳》），流露出志在天下的伟大理想。比较而言，姚鼐登泰山和历史上其他诗人的感受与表现不同。他没有突出泰山的神秘与庄严，也没有表现志在天下的宏伟抱负，他刻意突出泰山的雄伟、登上泰山所见景观之壮美、登览泰山的艰险，其中流露出鲜明的从容、淡定的心态。这种从容、淡定不仅来自山水风景的心理抚慰，还来自理学信仰带来的道德自足与人格自我圆满感。

《登泰山记》不是没有“义理”，《登泰山记》中面对泰山的崇高，面对世俗的艰难，姚鼐表现出鲜明的淡定、自足——这种波澜不惊、光风霁月的洒脱、疏朗，正是理学所追求的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，换言之，《登泰山记》所表达的“义理”，就是一种理学家身心修养之所感：从雄伟泰山中参悟自足感，从超越现实困难中获得淡定感乃至自得其乐感，这也就是王达敏先生所云“清朗、空灵之境和浩然、超然襟怀”。还应该强调的是，正是这种淡定感影响了此文思想情感的表达方式——冷峻、含蓄、枯淡。
当然，对于桐城派散文创作所追求的“义理”，我们应该开放地理解，既要注意其内涵的丰富——有时表达的就是政治之理。有时也表达儒家人伦之理（忠孝节义）、个体日常修身之理；也要注意表达的直率与含蓄的差异，直接宣扬儒家思想观念固然是“义理”之表现，而《登泰山记》则是一种含蓄的表现。 

四、“考据”
进入文本的独特意义及其限度
古来学者都认为《登泰山记》有“考据”的内容，主要涉及历史地理知识，如泰山阳、阴两侧分别有汶、济二水，山东有古长城，泰山向南的几大山谷，中谷是郦道元所谓环水，游山砌磴约七千有余，古时登山道路，山上地貌、植被、文物古迹等。
姚鼐作文不反对考证，他的经史考证本身做得也很出色，但是，姚鼐坚决反对考据派，不是学者与作家两种职业的表面冲突，而与戴震和汉学派之间存在认识上的本质冲突，以致最后主动告别四库馆、与京城学界保持距离。
在姚鼐倡导的“古文”写作中也有考证，但考证的使用受到严格限制，只是提供准确的基本事实（最突出的还是地理知识）以作为其抒情达意的背景，且必须服务于“义理”表达的需要，因此不会完整呈现考证的全部证据和过程，常常只能简单介绍考证的部分结论或结果。

同理，《登泰山记》涉及历史地理的考证确实是矜持的，除了提供人物活动基本的时空背景信息之外，还突出泰山的博大、深厚和泰山的泰然自若，突出登山之艰难，可见姚鼐此文立意就不是做汉学家科学性、知识性的考据文章，而是创作表达“义理”和丰富人生感悟的文学散文。

（节选自吴怀东《<登泰山记>与义理、考据、辞章“相济”论》，资料有删改，仅供参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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